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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外籍看護工的工作場域應在家庭，現有護理之家卻出現許多家庭

外籍看護工。本研究採取建制民族誌，運用參與式觀察法勾勒護理之家照

顧服務員與家屬自聘外籍看護工每日照顧工作，訪談家屬與相關服務者，

探討家屬自聘外籍看護工背後的社會編派。研究發現，機構將部分照顧工

作轉嫁家屬，無法承接的家屬再轉嫁給外籍看護工；家屬不同的協作雖是

受限不同經濟能力，但這一來一回所產生的變化，卻又衍生自聘額外人力

的照顧者並未獲得雙重照顧資源的奇特發展。本研究揭露治理代理人與家

屬藉由自聘外籍看護工，以符合建制現實的自主行動固然是單一機構透過

對規約性認可，進而透過重新編寫文本而來的在地特殊個案，不僅揭示特

定的建制型態，也因此開展文本使用者，包括護家主管、醫療體制內各式

服務提供者與家屬多方之間互相連結的真實性，唯有建制真實性與斷裂經

驗被真正看見，制度與文本及人們日常生活的斷裂方可能被改變。 

關鍵詞：外籍看護工、正式照顧、非正式照顧、建制民族誌、照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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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 1993 年的統計，我國老年人口（65 歲以上）比率已跨越 7%的

高齡化國家（aging nation）門檻，預估 2018 年將超過 14%，使我國成為

高齡（aged）社會；全球人口老化將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世

代進入老年而更形嚴重，預估 2025 年此一比率可能會超過 20%，我國將

成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的一員（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由於醫

療科技的進步，不但延長老人的壽命，更使得過去可能致命的疾病，因得

以治療而痊癒。疾病慢性化的結果造成不少比例的失能老人在日常生活活

動上需要他人協助，使得老年照顧成為全球社會關注之議題。 

回顧我國老年照顧體系的發展脈絡，社政體系於 1980 年代初期開始

推動以低收入老人為對象之居家服務；行政院於 2002 年推行「照顧服務

產業發展方案」，居家服務之對象從低收入老人擴及一般戶，惟民眾服務

使用率一直未如預期（曾淑芬、莊坤洋、陳正芬、葉乃禎、吳淑瓊，2004）。

行政院勞委會於 1992 年公告的〈因應家庭照顧殘障者人力短缺暫行措

施〉，家庭外籍看護工人數從 1992 年的 306 人攀升至 2016 年 12 月底的

219,548 人（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2016）。回顧行政院勞委會歷年訂頒的

〈因應家庭照顧殘障者人力短缺暫行措施〉、〈就業服務法〉、〈外國人聘僱

許可及管理辦法〉、〈受理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得標業者申請聘僱外籍營造工

暨家庭申請聘僱外籍監護工〉等法規辦法，家庭外籍看護工皆被定位為長

期照顧服務的補充人力，雇主家庭每月不僅需定期繳交就業安定基金，同

時也被排除在各項長期照顧服務之外；勞政主管機關亦規範需同步提升本

國籍照顧服務人員的供給量，並增強供需之媒合。但比較本國居家服務使

用人數及家庭外籍看護工聘僱人數，截至 2008 年底，居家服務 22,305 人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2009），僅占聘僱外

籍看護工人數的 13%，顯示外籍看護工已是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最大宗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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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力，而非相關法規辦法所稱之補充人力。 

依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外籍看護工依工作場域分為「機構看護」與「家庭看護」

兩類，1機構看護工作是指在機構或醫院從事被收容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

日常生活照顧等相關事務工作；家庭看護工作係指「在私人家庭從事身心

障礙者或病患日常生活照顧等相關事務工作」。機構看護工的人數標準依

據受聘機構型態及所屬主管機關而有差異，但多是一人服務五人或八人的

配置。兩者最大的差異則是〈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的保

障，機構看護工於 1998 年 7 月 1 日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享有工資、

工時與休假等保障，而家庭外籍看護工至今尚未被納入〈勞基法〉保障範

圍。該辦法亦明定雇主得免經主管機關勞委會許可，逕調派所聘僱之外籍

工作者隨被看護者至醫療院所照料該被看護者；倘若調派所聘僱之外籍工

作者至上述療院所附設之護理之家機構、慢性病床、呼吸照顧病床照料該

被看護者，或是隨同被看護者至養護機構從事家庭看護工作，皆需事先由

雇主檢附相關文件向勞委會申請許可後，始得調派所聘僱之外籍工作者隨

同被看護者至上上述床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每次申請調派期間原則「不得

超過 2 個月，期滿後，雇主得申請延長，惟 1 年內累計調派期間不得超過

6 個月」。由此可知，主管機關允許雇主彈性運用家庭外籍看護工填補醫

療體系因人力不足移轉至家屬的照顧責任，即使是已配置照顧服務員的長

期照顧機構，非正式照顧體系的家屬亦同樣可調派其所屬的家庭外籍看護

工補充機構式照顧的功能。檢視國內探討外籍看護工被鑲嵌進入照顧體系

的文獻（許研鈺，2008；謝淑芬、梁蕙芳，2008），顯示外籍看護工陪同被

照顧者入住醫院，或是居家護理師直接指導外籍看護工的現象屢見不鮮。 

                                           
1 2014 年 6 月 5 日新增「外展看護工作」，即受雇主指派至外展看護服務契約履

行地之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日常生活照顧相關事務工作，但不在本

文討論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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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至照顧機構進行研究訪談時，常發現老人身邊經常有一位隨侍

在旁的照顧人員，穿著與機構內編制人員不同，經詢問後才發現是家庭看

護工被派遣至機構內為個別住民提供照顧；學生在財團法人長期照顧機構

實習時，亦會針對上述現象提出類似疑惑。研究者曾於 2011-2013 年訪談

臺北市與新北市 199 家照顧機構的訪談經驗與資料，相較於養護型機構，

醫院附設護理之家與財團法人長期照顧型機構出現家屬自聘外籍看護工

比例相對較高。對照醫院附設護理之家、長期照顧機構型與養護型機構的

三者人力編制差異，護理之家與長期照顧機構型的護理人員比都是 1：15、

照顧服務員是 1：5、養護型機構是 1：20 與 1：8。為何人力比要求愈高

的照顧機構，出現家庭外籍看護工比例愈高？究竟是機構人力不足導致家

屬需自聘人力，抑或是現行急性、急性醫療、長照體系與勞政體系在照顧

實作上存在哪些政策規劃與執行盲點或缺失？其中又隱藏哪些階級或倫

理議題？2 

據此，本研究採取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視角，以家

屬為立足點，並佐以工作人員（包括護理之家主管、編制內本國籍與外籍

照顧服務員）、家屬自聘外籍看護工與醫院物理治療師等照顧實作相關人

員的訪談，並運用參與式觀察法勾勒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與家屬自聘的外

籍看護工每日的照顧工作，以及護理之家至醫院復健的流程，檢視家屬、

自聘看護工編制內的照顧服務員等照顧者的照顧實作，進而解析護理之家

此一照顧場域背後所鑲嵌的權力關係。本研究所欲呈現的是，家屬在照顧

現場提供的協助，以及「自願聘請家庭外籍看護工」的現象，探討家屬在

結構限制下的個人認知與選擇，及行動背後的權力關係。 

                                           
2 護理之家四人房收費標準至少 4 萬元，加上外籍看護工薪資及勞健保等費用約

21,000 元，合計至少 61,000 元，超過臺灣目前平均薪資水準（46,911 元）（行

政院主計總處，2017），該現象是否與階級議題有關，有待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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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 從失能老人照顧歷程檢視非正式體系與
正式體系之關係 

檢視相關文獻，長期照顧的界定較常被採用的是 Kane 與 Kane（1987）

的定義：指對身心功能障礙者，在一段長時間內，提供一套包括長期性的

醫療、護理、個人與社會支持的照顧；目的在促進或維持身體功能，增進

獨立自主的正常生活能力；長期照顧體系不僅複雜而具多樣性，被照顧者

的身體狀況亦隨年齡或疾病而改變，非正式與正式照顧體系之關係亦依失

能老人需求變動而隨之調整。 

非正式照顧與正式照顧在結構性質截然不同，非正式團體立基於出

生、婚姻或友情，重視愛和責任；正式組織依循科層制運作，強調以技術

性知識提供服務（Litwak, 1985; Silverstein & Litwak, 1993）；現有經驗性和

理論性的照顧研究以二元論方法區隔，家庭執行的無酬工作稱為「非正式

照顧」，政府或照顧機構執行的有酬工作稱之「正式照顧」。詮釋非正式體

系與正式照顧體系在失能老人需求面向之關係，主要理論有三：「替代模

式」（substitution）、「職務取向模式」（task-specificity）與「補充模式」

（supplementation）。替代模式主張近親是社會支持的核心，Shanas（1979）

解釋：「當老人沒有子女時，家庭替代原則將會啟動，其兄弟、姊妹、姪

兒外甥及姪女外甥女通常會履行子女的角色及責任」；照顧者的選擇係老

人與照顧者間依據親密關係順位所做的決定。Cantor（1979）將上述「替

代原則」納入正式組織的概念予以延伸，主張當老人生命中沒有上述近

親，或無法繼續提供協助時，正式照顧體系才會替代提供協助。職務取向

模式主張家人、朋友及正式照顧者各自為老人提供不同的協助，其協助項

目因親密程度、承諾時間、生活型態及婚姻狀況而異。朋友或鄰居協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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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且短期項目，如購物或交通協助，長時期且個人面向則由親屬履行，

特定職務則由正式體系的照顧者提供協助；然而，職務取向模式亦涵蓋替

代原則的主張，當缺乏某一可執行特定任務的理想照顧者時，個人將會選

擇結構類似的照顧者替代（Silverstein & Litwak, 1993; Wu & Pollard, 

1998）。補充模式則認為非正式支持體系會影響個人對正式服務的使用

（Bass & Noelker, 1987）。非正式體系的照顧者功能係連結正式服務體系

與老人服務需求，亦擔任正式服務的協調者、仲介者及守門人的角色；但

正式服務被視為是補充，而非替代非正式體系照顧者。 

分析上述三項模式應用在老人照顧類型的研究，替代模式強調層級順

位，忽略正式體系與非正式體系特質之相異；職務取向關注於兩個體系的

功能與分工策略，主張非正式與正式照顧體系因本身特性而提供相異的照

顧項目，但其假設並未考慮兩個體系可能是相互需要。補充模式企圖整合

前兩個模式，主張當失能老人需求增加或照顧者不堪負荷時亦會引進正式

照顧體系，強調兩個體系在老人照顧層面的互補關係，即當正式體系提供

服務時，若能獲得非正式照顧體系的協助，成效與照顧品質相對較佳

（Kumamoto, Arai, & Zarit, 2006; Whitlatch, Dorothy Schur, Noelker, Ejaz, 

& Looman, 2001）。不同特性與場域的正式體系與非正式照顧者的鑲嵌亦

各有差異，如 Paulus、van Raak 與 Keijzer（2005）分析護理之家與非正式

照顧體系的互動模式，兩者互動出現四種模型：（一）獨立的正式照顧

（independent formal activities）：只有正式照顧者為機構住民提供服務；

（二）雙職務（dual specialization）：非正式和正式照顧者各自執行不同的

活動；（三）補充（supplementation）：非正式照顧者補充正式照顧者服務

不足之處；（四）替代（substitution）：由非正式照顧者來執行應由正式照

顧者提供的照顧，其中以雙職務及補充關係最為常見。Gaugler、Anderson、

Zarit 與 Pearlin（2004）的研究證實，老人入住護理之家後，家屬仍會提

供照顧，此種參與機構有助於減輕家庭照顧者彼此衝突及內疚感覺，並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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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機構人員執行照顧任務。實證研究顯示，正式體系與非正式體系間不僅

因雙方特質差異而出現職務分工，正式服務體系的場域與特質亦可能影響

正式與非正式照顧體系間連結模式。 

然而，正式照顧體系的修正或轉向亦可能影響兩個體系的互動。近年

來醫療體系的轉變即是一例。例如，急性醫療體系本來沒有家庭照顧者的

角色，也就是醫療相關法規禁止家屬執行任何醫療相關業務，或因家屬缺

乏相關知識，致使被排除於服務行列之外，但其實不然（張苙雲，2005）。

醫療體系近年深受企業管理模式影響之下，醫療資本大幅擴張，一方面擴

大營運層面，另一方面卻極力壓縮營運的人力成本，例如，直接調降專業

護理人力配置標準，將非專業性的生活照顧工作（指不需具專業執業執照

人士所進行非侵入性的照護工作，包括：身體清潔、餵飯、鋪床及整理病

人單位等）排除於護理照護職責外，此項重大調整不僅促使護佐（nurse 

aides）或護士助理（nursing assistants）興起，亦使家庭成員必須補充醫療

體系未提供的生活照顧層面（林詩晴，2008；Ritter-Teitel, 2002）。 

誠如 Yeoh 與 Huang（2010）及 Zimmerman、Litt 與 Bose（2006）的

提醒，大多數研究都從人口老化速度、婦女勞動參與率提升與家庭照顧人

力缺乏的視野探討外籍看護工與家庭照顧體系之間的補充或替代關係，但

實際上，外籍看護工的聘僱亦可能與政策轉向高度相關；也就是當正式體

系推卸自身責任，期待非正式體系補充其空缺的職責，而非正式照顧體系

又無力填補移轉的照顧任務，移工就成為非正式照顧體系舒緩照顧負荷的

主要途徑。然而，原屬於個別家庭聘僱的看護工，又是如何隱性且逐步進

入照顧現場，顯然是有待進一步探究的研究課題。誠如 Daly 與 Armstrong

（2016）、Daly 與 Szebehely（2012）探討照顧機構內家屬自聘人力現象，

Daly等人以 companion稱之，並以 liminal與 invisible形容該現象。liminality

此字取自拉丁文的 limen，本是 threshold（門檻）之意；「閾」（liminality）

源自人類學的概念，原本是指在一個儀式（ritual）裡面不前不後的中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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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Daly 等人用以形容這類人力的出現係為彌補正式與非正式（formal and 

informal）、無薪與有薪（unpaid and paid care）之間的照顧落差，但卻又不

屬於正式或非正式體系的弔詭現象，其研究團隊在七個國家都發現同樣現

象，但該現象卻往往「不被看見」。一方面意謂該現象之普及，但也顯示

相關研究有待累積與「看見」。 

二、 家庭照顧者與家庭看護工在長期照顧 
責任的分工與實作 

如前所述，子女則被視為是婚姻關係中獨特的副產品，被假設是功能

障礙父母獲得支持的「第二道防線」（Silverstein & Angeles, 1998）。華人

社會主要採用照顧責任論，特別是兒子奉養父母主要來自於一種責任感的

展現（溫秀珠，1996；藍佩嘉，2006；Chappell & Kusch, 2007）。但如果

是由兒子來承擔照顧責任，為何會是由媳婦履行照顧角色？Lee（1992）

以家事勞動（domestic labor）、茹養天性（nurturance）與親屬關係（kinship 

relations）三面向檢視家庭照顧女性化之成因。照顧老人向來被歸類在家

事勞動的概念架構下檢視，特別是個人照顧（personal care）及家務工作

（household chores）；而家事勞動一向被視為是由女性來擔任，即使近年

來的研究顯示家務的性別分工模式隨雙薪家庭的比例提升而逐步改變，改

變面向仍以態度、非實際行為面向。其次，提出茹養天性論的學者認為，

上述家務分工的概念解釋照顧失能父母似乎太過簡略與不切實際，主張照

顧老年父母就像母親照顧嬰兒，係一項屬於女性的天職，男人的生理結構

無法生育子女，故女性將照顧子女視為是自己應承擔之角色；據此，當老

年父母需要照顧時，由女性來提供撫養照顧，似乎與生命週期較早階段的

勞動分工較為一致。第三，從親屬關係論檢視女性擔任照顧者的現象，文

化似乎賦予女性擔任「親屬維繫者」角色，妻子與夫家接觸的頻率遠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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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本人，而這樣的關係在照顧面向亦同；即使是由兒子承擔照顧責任，

其照顧責任的履行又往往轉嫁至妻子。 

但當家庭中不只一位媳婦時，為何有些媳婦必須承擔照顧責任，有些

媳婦又得以拒絕照顧角色？Finch 及 Manson（1993）發現當女性不投入照

顧勞務時，則需建構一個合理性，該理由不僅要能被家人接受，同時亦需

符合婦女自身的道德觀念、名聲、認同、能力與意願等條件。媳婦本身的

競爭性家庭責任顯然是關鍵因素，特別是有酬工作及兒童的照顧需求，經

常成為媳婦撤出照顧失能長輩行列或承擔較少責任的合理性（Dwyer, 

Henretta, Coward, & Barton, 1992; Ingersoll-Dayton, Neal, Ha, & Hammer, 

2003）；居住安排選擇亦是照顧者人選排序的關鍵，與失能老人共居者通

常是照顧者的第一順位（Cong & Silverstein, 2008; Keith, 1995）；此外，教

育程度不僅會影響女性對妻子與媳婦角色的認知，較高的教育程度亦可能

具備經濟優勢，得以運用其他方式移轉照顧任務（Neufeld, Harrison, 

Hughes, Spitzer, & Stewart, 2001）。例如，陳亮汝與吳淑瓊（2008）分析居

家失能老人使用外籍看護工相關因素，發現就業媳婦照顧者聘僱外籍看護

工機會相對較高。曹毓珊（2001）、謝玉玲（2007）與藍佩嘉（2008）的

研究皆指出，媳婦侍奉公婆雖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規範，但已有部分媳婦透

過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移轉照顧責任。再者，陳正芬（2015）比較分析外

籍媳婦照顧者與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二者之照顧經驗與因應對策

的比較，該研究呈現臺灣當代社會獨特的兩類照顧者，其照顧意願與方式

深受其配偶在家庭的位置與資源牽引；值得注意的是，她們都被主動或被

動被排除在正式照顧體系之外，需要長期照顧體系之政策能將上述兩類照

顧者的需求納入考量。 

更重要的是，22 萬名的外籍看護工（包括家庭與照顧機構）已成為我

國長期照顧的主要人力，以及承擔照顧責任者的主要選項。陳正芬（2011）

檢視「家庭外籍看護工」聘僱政策與相關規範，並探討雇主在此政策下聘



 
臺大社工學刊 第三十五期 147 

 
 

 

僱與管理外籍看護工的犯罪行為（例如要求看護工執行技術性護理行為、

工作範疇延伸為家戶內所有家務工作、同居一室的 24 小時貼身照顧等），

該研究透過個案訪談與文本分析，指出因居家式服務方式與時段未能符合

照顧者需求，致使家庭外籍看護工成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雙方在照顧責任

與需求滿足之間取得平衡的唯一選項，脫胎換骨成為符合我國孝道傳統的

在地老化服務模式，並分析為何被視為邊陲與補充勞動力的外籍看護工會

逐步成為民眾選擇長期照顧服務的首選。然而，家庭外籍看護工如何與何

以能夠填補我國正式體系與非正式照顧體系之間不足的介面，進入照顧場

域，如何描繪與勾勒隱藏在被簡化為中產階級之長照服務選項底下的現

象，乃是本研究的企圖所在。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場域 

一、研究方法 

加拿大女性主義馬克斯學者 Smith（1987, 1990a, 1990b, 2005）所發展

的建制民族誌是受馬克斯唯物主義思想的影響，相信社會存在著矛盾與衝

突，意識型態是主要的權力關係維持機制，形塑著人們日常的思考與經驗。

建制民族誌強調從日常生活中研究社會權力關係，提供具體的方法使隱而

不見的社會權力關係成為可被批判與反省的對象，因此建制民族誌又稱為

「權力的民族誌」。Smith 以女性經驗為研究的出發點（women’s standpoint）

進行分析，尤其是女性在生活中與社會機制接觸下所經驗的認知斷裂

（disjuncture）。主張學術工作者如果仍依循既有的理論，必定無法聽見女

性掙扎的聲音。建制民族誌促使研究者可從日常生活的微觀描述中，分析

背後的權力關係，使意識型態與日常生活經驗之間的關聯得以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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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認為當代社會權力的運作是透過知識的型態，且將焦點放在支

配機制（ruling apparatus）的運作上。Smith（1987: 160）用「建制」

（institution）來描述「一種為了某種特定功能（例如教育、醫療、福利）

而建構的權力關係」，這種權力具有跨越各種在地場域（trans-local），且靠

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由下參與而完成的特性。「建制」一詞是指現代社會

組織官僚化的特質。對 Smith 而言，對建制的分析並不像一般組織行為研

究限定於特定組織或機關的內部分析，而是將組織的日常運作模式置於外

部社會權力結構下分析，因為組織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存在於錯綜複雜的

社會關係之上。建制民族誌與一般民族誌的不同在於：它不會滿足於僅僅

描述人們的在地生活經驗，而是從生活經驗出發，探討人們在地作為如何

參與或被組織至跨地域關係之中，因此可以發現和探索這些日常活動以及

它們所延伸出來的行動序列中的定位（DeVault & McCoy, 2006）。 

本研究選擇建制民族誌是因為家庭外籍看護工在機構裡提供照顧是

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真實，建制民族誌從微觀日常經驗著手，讓這個日常現

象可以成為焦點。其次，這個現象座落在不同建制中，要開展出這個斷裂

現象背後複雜的權力運作，無法只從單一建制中切入，而必須回到日常生

活運作所依賴的工作流程，才能循線解讀出影響臺灣失能老人照顧背後的

權力關係。 

二、研究場域與資料 

行政院衛生署與內政部社會司雖已合併為衛生福利部，但我國長期照

顧機構因社政主管〈老人福利法〉與衛政主管〈護理人員法〉，導致長照

機構分成兩個體系：衛政主管「護理之家」，包括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獨

立型護理之家；社政主管「長期照顧機構」，可分為財團法人長期照顧機

構與私立長期照顧機構。依據研究者訪談照顧機構的經驗，醫院附設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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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自聘外籍看護工比率最高，經徵得某一醫院附設護理之家主管同意後

進行研究，本研究的機構名稱與人名皆以匿名方式呈現。 

太陽醫院附設護理之家（以下簡稱護家）每間房間都有自然採光，入

住費用依據單人房、雙人房與四人房分為三個等級。單人房與雙人房都是

內有衛浴設備的套房（圖 1）。 

 

 

圖 1 護家的空間配置 

 

護家超過半數的住民家屬都自聘家庭看護工，經訪談護家主管後，初

步瞭解自聘第一類是因被照顧者需要更密集的照顧，因此選擇進住護家，

但家屬決定讓原本就聘僱的家庭外籍看護工跟著進住機構。第二類則是進

入護家後，決定再聘家庭外籍看護工。然而，護理之家已是一個提供 24

小時照顧的單位，且相關研究指出（陳正芬、官有垣，2011，2015），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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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單位主管的護理之家收費標準平均較社政單位主管的長期照顧機構高

出約 5,000 元；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又較獨立型護理之家高出 5,000 元，家

屬為何仍需自聘看護工，乃是本研究問題意識的起點。 

建制民族誌的探究是扎根於人們每日具體的、進行中的活動和經驗，

目的不僅在描繪、分類與詮釋個人主體經驗，更是進一步追溯與闡明跨

地、跨時協作的社會關係，如何編派和影響特定的在地經驗，以達到支配

關係治理的目標（梁莉芳，2016）。檢視護理之家設置標準，人力與空間

配置目的都是為了確認照顧品質，但為何還是出現外籍家庭看護工進入機

構場域的現象，意謂機構住民的照顧需求顯然有未能獲得滿足之可能性。

此外，該現象還可能衍生階級差異的社會不正義問題，而這類相關問題並

非在制度設計之初所能推演、想像的。許多問題是微觀行動者在建制體系

中彼此透過日常協作而產生，是以必須從底層的角度才能看到制度規劃的

盲點與缺失，而這也是建制民族誌研究的核心。事實上，本研究之所以可

進入此一研究場域，亦是因訪談該護家主管關於機構營運的問題時，該位

主管自我揭露：「我剛接（主任）時就聽過（該機構自聘外勞很多），來了

以後真的是這樣！」該主任亦想知道問題成因，故允許研究者進行參與式

觀察與訪談，但需以匿名方式處理所有受訪者與機構資料。 

建制民族誌強調從人的日常生活斷裂經驗（experiences of disjunc-

ture）出發，揭露建制體制如何具體地以論述、管理及專業等不同形式施

行影響，研究方法切入層面有二：一是主體經驗的斷裂（disjuncture），

以及社會建制中的文本（Smith, 2005: 31）。家屬是長照體系與外勞體系交

互作用的接合點，因此，研究者選擇家屬為研究的立足點，透過理解家

屬自聘家庭外籍看護工的照顧決策過程，探究照顧經驗所鑲嵌的社會流

程。由於建制民族誌強調文本具有雙重協作（dualcoordination）（Smith, 

2005: 103-104）的能力，不僅能連結和協調在地與跨越在地活動，也因文

本不管閱讀多少次，文本都是相同的，與口說的會話不同，個人會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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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e）文本，重新編派自己的經驗，以符合文本的視框，將文本傳

遞轉化為在地的系列行動，讓文本得以規範人們彼此的社會關係，以及

在地活動的進行。據此，建制民族誌對文本的運用不同於一般質性研究，

並非固定與凍結文本內容，不是單就文本進行敘事、論述或意識型態的

分析，而是動態的追溯過程。針對本研究探討自聘看護工入住護家的現

象，研究者訪談三類家屬：（一）入住機構，但決定讓家庭外籍看護工跟

著進住機構；（二）進入該照顧機構後，再決定自聘家庭外籍看護工；（三）

進入該照顧機構，看到多數家屬都聘家庭外籍看護工，但仍決定不聘外

籍看護工。研究者從 2012 年 3 月至 10 月之間，以研究者身分進入護家

進行參與觀察與訪談。受訪家屬包括自聘外籍看護工的家屬兩位（上述

第一類與第二類家屬各一位），以及兩位未聘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屬，係由

護家主管徵求家屬同意後，研究者說明研究目的與倫理等規範後進行訪

談。其次，為瞭解護家工作內容、流程與人力編制，亦訪談護家主任、

護理長及照顧服務員，包括本籍照顧服務員一位、一位外籍照顧服務員，

3以及三位家屬自聘的外籍看護工（以下簡稱看護工）。另一方面，為瞭解

復健的必要性與場域的區隔，亦訪談三位（其中一位已離開醫院）職能

治療師。再者，為了瞭解護家實際的照顧實做，研究者曾多次以參與式

觀察方式進入照顧現場，參與觀察時間是從 7：30-16：00，觀察照顧機

構編制照顧服務員、家屬，家屬自聘外籍看護工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護家主管與所有家屬自聘外籍看護工的每月例會，護家主管、護理人員

與編制內照服員的交班會議，也曾三次隨行觀察看護工與家屬往返醫院

的復健。再者，研究者也檢視政府移工政策與法規，以及聘僱與管理家

庭外籍看護工的法規，還有衛生福利部訂定的〈護理之家設置標準〉、照

                                           
3 為區別家屬自聘的家庭外籍看護工，太陽護家編制內的照顧服務人員簡稱「照

服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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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機構內的人力編制與排班表、機構內的空間配置圖，以及〈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等。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 立即性照顧需求與人力編制的落差產生
未滿足需求 

85 歲楊奶奶因中風而導致半側偏癱，原本住某醫院之呼吸照護病房，

但家屬希望不要氣切，期待照顧單位可以協助自主呼吸，入住護家至今 4

年，自聘外籍看護工時間未超過 2 年。60 歲的家屬楊小姐對護家的照顧專

業極為肯定。她表示：「這裡護理長人很好，幫我們檢查藥物，發現心臟

病的藥開過量……原來是治療心臟病的藥物過量會讓奶奶喘不過氣，原來

這也就是當初她去掛急診的原因」。研究者追問，既然看了很多家機構為

何又增聘看護工的原因，楊小姐說： 

現在在這裡你不請看護也不行，這邊一個照護員是照顧六、七個

人，我媽連按鈴的能力都沒有，尿布濕了也不會講，所以不請也不

行！外勞可以一聞到味道就去換尿布，不然等這邊的照護人員要

一、二小時。而且他們這裡牛奶一掛（在點滴架）就走，牛奶是冰

的，對媽媽的胃不好；所謂的牛奶是這邊營養師配的營養品，應該

是用手慢慢灌，但他們人手不夠，所以一掛就去忙其他事；但我媽

媽以前在我們家從來不喝冰的東西，你現在給她灌冰牛奶，她怎麼

受得了！所以，一定要有人嘛，不請外勞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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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認為社會是每個人日常活動之間相互統整與協調而形

成，也就是「工作流程」，探究工作流程可讓我們看到不同人的經驗是如

何串連起來，從而開始對社會建制的勾勒，這是建制民族誌超越個人微觀

經驗進入社會巨視分析的重要分野（Smith, 2005）。研究者結合參與觀察

筆記、訪談家屬以及檢閱文本（護理機構設置標準），發現護理之家設

置標準起初未限制房間人數上限，近年開始調降房間人數上限，但當照

顧機構的人力配置未隨空間配置同步調整時，就導致未能滿足需求的現

象出現。 

依據護理之家設置標準，照服員是每照顧五人應設置一人，但此文本

並未敘明輪班後的人力配置。護家 75 床的設置，照服員應聘人數至少為

15 人。護家的聘僱照服員人數為 19 人，雖高於法定人數；但扣除固定休

假人力後，每天實際可服務人數僅有 9 人，4再依據白天、小夜與大夜班

調派人力後，白天上班的照服員固定為 5 人，小夜班 1 人，大夜班 3 人；

換言之，白天上班的照服員 1 人至少要照顧 12 人，大夜班則需照顧 24 人。

受訪的本國籍照服員表示：「（一個人照顧）七個差不多已經滿了，如果

有人大便，（處理時間）就要 30 分鐘，你一個人對十幾個有辦法嗎？輪

值就是從頭做到尾，然後再從頭……」，家屬如果希望住民的立即性需求

可以獲得滿足，或是獲得較佳照顧，自聘看護工成為家屬口中「不請不行」

的因應策略。 

國小退休的郭老師回憶，當初太太 60 歲因腦幹出血大中風，出院後

在家聘請外籍看護照顧 6 年。後來太太多次入住醫院，自己也因照顧而肝

發炎，就決定讓外籍看護工跟著太太一起入住機構。目前受聘的看護工已

                                           
4 一個人月休 6 天，19 人×6 天意謂每月需休 114 天，每人每月上班天數為 24 天，

114／24＝4.75。等於每天約少五個人來上班。再加上〈勞基法〉1 年至少需提

供 7 天年假，還有 1 年需在職教育訓練 20 小時以上（約 5 天），一年約 12 天，

19 人×7 天＝133 天，133／24≒5.5 人，每天排班人數還需再扣 5.5 人。19 人－

10.5 人＝8.5 人。該機構雖聘僱 19 人，但每天實際可服務人數僅約有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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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三任，當研究者詢問郭老師：「曾經考慮過不再請外勞嗎？」郭老師

說：「這裡的看護工太少，冬天一週才洗兩次澡、夏天洗三次澡。現在（人

力）大概是 1：5。」他再表示：「我在家屬會亦有提過，建議可以增加志

工的工作內容，現在志工工作項目大部分是去領藥，但是可以增加志工去

關懷，就是陪陪老人家去曬太陽、走一走、翻身……」顯示家屬對機構編

制人力的瞭解也是依據機構設置標準，再者，即使認為機構人力不足，亦

不敢期待機構增加人力，而是期待替代措施。 

另一位 50 歲家屬金小姐移居國外，但每年定期回國探視入住機構重

度失能的 92 歲母親，每年回來 4 週時間就在主任特許下，入住機構陪伴

母親，已長達 12 年。金小姐的母親住四人房，同住房其中一位住民自聘

外籍看護工（圖 2）。她觀察：「照服員沒辦法立即性的（協助），就

算按鈴也需要等，外勞就不用等……」。當我追問金小姐未自聘看護工

的原因，她想一想後回答，認為他母親的優點就是「可以等」，因為母

親屬於重度失能，語言功能也已經退化！可以「等」照服員依序滿足照

顧需求。 

 

 

圖 2 護家四人房的配置（以金小姐母親所住房間為例） 

 

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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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家屬對照服員人力比的瞭解，就是一般社會大眾對護理之家設置

標準此一文本的瞭解，但卻不知道這一人力比例需要先扣除休假人數，再

除以三班輪班才是真正的服務人力。再者，受訪的家屬對於結構的人力限

制多採取被動消極的順從，例如降低照顧期待（「等」照服員依序提供照

顧），而另有超過半數的家屬傾向自己尋求照顧需求的滿足策略，也就是

自聘外籍看護工。 

二、房型與人力編制的不對稱導致照顧死角 

檢視房型與人力編制之間的關係。依據護理之家設置標準，寢室的規

定包括： 

（一）良好通風及充足光線，且有自然採光之窗戶。 

（二）不得設於地下樓層。 

（三） 室內設置之床位，每床應附有櫥櫃或床頭櫃，並配置緊急呼叫

系統。 

（四）床邊與鄰床之距離至少 80 公分。 

（五）至少設一扇門，其淨寬度應在 80 公分以上。 

（六） 二人或多人床位之寢室，應備具隔離視線之屏障物，寢室間之

隔間高度應與天花板密接。 

（七）每一寢室至多設六床。 

護家的寢室至多四人房，高於一般護理之家設置標準。金小姐回想當

初替母親尋找照顧機構的參訪經驗： 

那種六個人一間的，我看了就不舒服！覺得絕對是不可以讓我媽住

在那種機構！我嫂嫂就說你可以來這家看。帶參觀的人讓我們看四

人房、二人房。他說二人房（空間）比較小，有盥洗（設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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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媽不需要（大小便失禁，使用成人尿布）；我看四人房（空間）

比較大，（照服員進出的）次數比較多，所以選這裡。 

對照護家各班人力與空間的配置（圖 3 與圖 4），機構編制內的照服

員集中於後方四人房的區域。圖 2 顯示的四人房區域之白天人力照顧比是

1：12，前方單人房與雙人房區域是 1：25；圖 3 顯示的大夜班人力比，四

人房區域的照顧比調高為 1：20，單人房與雙人房區域的人力比相同。我

請問各區域編置人力的原因，得到的答案是「前面區域住民多有外籍看護

工，故僅配一名照顧服務員」。誠然，走到前方區域觀察，幾乎每間房間

都有看護工，也就是雙人房內住四個人，幾乎每位住民身邊都有自己專屬

的看護工。 

 

 

圖 3 護家的白天與小夜班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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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護家的大夜班人力配置 

 

歸納家屬選擇機構的考量，房間採光良好且具隱私是首要；其次最好

緊鄰醫院，或位在醫院大樓內其中一個樓層，住民定期回診或緊急送醫較

為方便；第三，公共空間寬闊，最好擁有戶外空間（花園／綠地是首選）。

然而，上述三個選擇機構的要素其實都與照顧品質無直接相關。顯然是家

屬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選擇機構隱私維護與採光良好的寢室成為必要條

件，依序為就醫便利性與舒適的公共空間；但家屬卻未能意識到，當照服

員必須照顧多位住民的情況下，透過隔間保障隱私的房型導致住民的需求

無法立即被「看見」，除非透過床頭鈴呼喚照服員；但若太常使用床頭鈴

恐會被視為是「麻煩個案」。例如母親是住民，幾乎每天到機構探視的女

兒受訪者表示： 

我媽現在就是管灌餵食，也不認識我了，她不會吵人！我看過另一

位（已經）不在的（住民），她就不能等，要吸引人家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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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 分鐘就是要喊說要上廁所，當然也會有人（照服員）帶你去，

可是人家就會嫌煩！ 

對照研究者曾訪談另一家私立獨立型護理之家的空間配置，收費標準

僅有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的一半，該負責人不諱言，相對便宜的收費標準是

透過縮減照顧人力才有可能。圖 5 是該私立獨立型護理之家內部的空間配

置圖，白天由一位照顧人力看顧一個房間，但兩房之間的隔間隨時可拆

除，晚上人力配置是 1 對 12 的照顧。負責人表示，照服員一眼就可以看

到房內所有住民的狀況，「我們這裡的床頭鈴根本就是裝飾用！因為不用

你（住民）拉鈴，我們就已經知道你想幹嘛！」換言之，照顧空間、照顧

人力配置與照顧需求的滿足，三者息息相關，這卻是多數家屬所欠缺的重

要資訊；家屬一看到多人房，直覺就是「我不要跟這麼多人一起住！」但

家屬對「居住空間」的要求其實與失能老人並不相同，此種服務購買者與

消費者不是同一人產生的落差，一方面促使照顧機構將空間，依據房型訂

定不同的收費標準，但另一方面照顧人力卻未隨房間隔間而調整，致使照

顧死角產生。 

 

圖 5 某獨立型護理之家的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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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數家屬發現自己的親人無法獲得當初期望的照顧協助頻率或內

容時，他們只好重新調整並發展出不同的行動策略。部分家屬是降低照顧

期待，部分家屬選擇自聘看護工來彌補人力缺口。研究者請問主管，聘請

外籍看護工的家屬當中，有多少人是進入機構之前即聘僱，而又有多少人

是進入機構後才聘僱，主管表示沒有統計。訪談三位家庭看護工中，僅有

郭老師的看護是從家裡跟到機構，另外兩位表示，她們雖都是以「家庭看

護工」的身分來臺灣工作，但卻從來沒有去過雇主家；當初報到就直接到

護家，而若照顧住民過世，就轉換為其他住民工作。此說法顯然與「雇主

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工作

之外籍工作者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規定家庭看護工調派到「護理之家

或養護機構」之「原則」，也就是每次不超過兩個月，1 年累計「不得」

超過 6 個月有落差！ 

研究者某次的參與觀察，當護家主管帶家屬參觀環境時，他們從單人

房區域走出來時，三人停下腳步討論，護理長說：「這還有很長一段路要

走，你們要不要看看雙人房？評估看看，可以打電話我……看護你們再想

想，我們是不鼓勵，除非你們有特殊需求」。研究者私下請問，原來是參

觀者看到機構內很多外勞，因此請教護理長關於外勞聘僱的問題。而分析

護家主管回應家屬的策略，所謂「我們不鼓勵」，存在機構管理的矛盾，

也就是「雙重否定」，意涵可解讀為「我表面上不能夠跟你說你可以，所

以只能說我們是不鼓勵」，是一種不被家屬覺察與看見的支配操作。而即

使本身曾具備住民家屬身分，目前擔任照服員者受訪時亦表示：「其實這

裡的老人都還會認人，只是不會說話，他們都很依賴（自己家人與服務

員）！但就是沒時間！我們一班要照顧很多人，真的沒辦法」。對照機構

內部人力配置，家屬自聘看護工成為護家降低人事成本，以及維持照顧品

質的隱性策略；換言之，當家屬面對人力編制的限制，經濟相對有能力的

家屬自聘看護工來因應人力不足的困境時，護家將編制內的人力調離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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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房與雙人房的區域，致使消費者在服務中受到剝削卻不自知，並未意

識到自己在機構管理策略中被捲入支配關係。 

然而，家屬自聘看護工就意謂照顧需求即可獲得滿足嗎？某次研究者

觀察護家中午用餐狀況，該次觀察重點是試圖釐清編制內照服員與自聘外

籍看護工的各自角色與任務。此時研究者發現某位女性住民似乎出現尿失

禁狀況，自聘看護工發現後，先是用力瞪老太太，一直罵「要尿尿都不

說……」，後來才走開去拿拖把……旁邊的本籍照服員只是看了一眼……

看護工拿了拖把回來，仍持續罵奶奶，並將奶奶推回房間。此時研究者雖

保持距離，但看到看護工仍不停止罵奶奶，研究者刻意讓自己身影曝光，

但該位看護工只是抬頭看研究者一眼，並未理會……此時隔壁床看護工注

意到研究者的存在，似乎打圓場地教奶奶說：「奶奶，你跟她說，我不是

故意的啦！歹勢（台語）」。其他看護工也跟著出聲，奶奶此時學著說「歹

勢啦！」。研究者問該位清理輪椅的看護工：「奶奶常這樣嗎？」看護工

回答說：「她說穿尿布不舒服，會癢！我們很辛苦！輪椅要洗，很麻煩！」

經與護理人員確認後，發現家屬當初考量奶奶皮膚對尿布過敏，但機構又

無法時時注意奶奶大小便失禁狀況，故家屬自聘看護工來回應奶奶個別的

照顧需求。 

以家屬身分入住機構，夜間也能觀察到看護工作作息的金小姐表示： 

（機構編制內）照服員的品質比看護工好，一個是一天三班制，另

一個是一天 24 小時。對於那種會叫人的住民，照服員為了不要讓

她叫，反而會特別看護，不要讓人覺得你都沒有照顧好……我（照

服員）的老闆就在前面、我的老闆就是護理長、我的老闆就是別的

家屬，而且做過的事就是要記錄，（輪椅）在後面有個板子寫上幾

點幾分帶他去上過廁所。但看護工就不會，她知道老闆不會來！以

晚上為例，照服員每兩小時來（為住民）翻身，都會有聲音，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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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聽見；他們（照服員）都是輕聲細語，避免把不需要服務的住

民吵醒，反而是看護工聲音大……因為他們被（有需要的住民）吵

醒，情緒都不太好……（看護工）被吵醒會大聲唸：「你怎麼又這

樣……」，然後把事情做完就可以趕快去睡……我覺得看護工除了

休息時間，還需要她自己的生活型態，現在 24 小時把她跟住民放

在一起，她也不太跟你互動，都在玩手機……。 

觀察護家照服員交班的情況，發現檢查住民的皮膚狀況是交班重點之

一。受訪的本國籍照服員說明兩者工作的界線： 

我們每班都要進行皮膚檢查……有的外勞你不知道她會不會對阿

公阿嬤兇，所以皮膚都要看、大小便都要記錄。（住民）住院、外

出回來都要在洗澡時看（皮膚）。你看到他（住民）有瘀青，都要

提醒她們（看護工），就算有時候是她們搬動（住民）的時候不小

心（弄到瘀青）也沒關係，就是要講，就怕你不講。唉！有個外傭

就是都不講，那個老人本來沒有（傷口）到有（瘀青）、小的到大

的（瘀青），後來發現後外傭就被辭退，所以我們都一定要檢查。 

比較相同場域，但隸屬於不同統治權力的照服員與看護工，顯然是同

一個空間但是有兩個世界。誠如 Smith 創造「文本中介的社會組織」此一

詞彙來表達「文本的使用者協調了人們行動」的概念，主張個人行為模式

與個人所做的決定，以及如何與外在事件協調互動，都是社會關係的一部

分，而社會關係的交互作用，以及人們有意協調一致的日常活動的相互影

響，構成「社會組織」。在護家，編制內的護理人員與照服員並不會去干

預或介入看護工的行為，看護工也知道自己的老闆並不在現場，場域內隸

屬不同權力關係的工作人員主動依據文本（各自的工作契約）調整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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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也就意謂他們不知不覺地參與社會關係，以或多或少沒有自我意識

到的方式採取行動，也就是看護工不會擔心自己責罵被照顧者會引人側

目，照服員也不會干預看護工的照顧方式；而雙方唯一交集僅出現在「皮

膚檢查」，因為住民若出現傷口，即屬於護理之家評鑑的項目之一，護理

之護家必須介入處理。身為建制民族誌分析者，社會關係這一個概念讓我

們得以辨識出並分析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弔詭與難題。 

檢視同一個護家場域，當經濟能力相對優勢的家屬面對照顧需求必須

輪流等待方能滿足照顧需求的情境，他們選擇自聘看護工來因應，但卻不

知道護家因此將編制內的人力調離前方單人房與雙人房的區域，這些特殊

人力配置考量看來是護家主管在文本中介的建制環境中新發展出來的順

從式協作，意味著一種工作倫理內涵認知的位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

類協作中隱藏一種階級差異化的運作，階級差異的認知不僅鑲嵌在護家工

作人員工作倫理的認知中，同時也刻劃在家屬自我認知中，例如住在後面

四人房，未聘僱外勞的家屬表示：「這裡的照顧品質很好。反而外勞在這

裡也不一定……說不定會偷雞摸狗」，但父親住在雙人房的家屬則主張：

「請外勞有『必要』是（讓我爸）看到外勞就像看到家裡的（人），可以

給老人更好的照顧」。正如 Smith 強調階級概念應該在日常實做中被體現，

本研究在護家場域實作中，確實發現家屬有不同的協作類型，而此差異是

在既有護家空間與人力配置的建制框架中，受限於他們不同經濟負擔能力

所產生的結果。但這一來一回所產生的變化，造成自聘額外人力的照顧者

並未獲得雙重照顧資源的奇特發展，因而可說是不同付費能力家屬與照顧

現場工作人員的張力，此各相對矛盾與荒謬的現象可說是文本中介的統治

關係在微觀層次產生的變化。 

綜上所述，透過上述參與觀察與訪談家屬的分析，由於多數失能住民

缺乏自我表達語言能力，多由家屬擔任代理人的情況之下，面對長期照顧

專業服務體制，家屬在機構選擇與護家此一社會組織接觸下所經驗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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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這些經驗的斷裂或認知的衝突就是權力運作的痕跡，亦是家屬經驗

被長期照顧專業體制忽略過程中呈現消極或被動的抵抗，如果忽略家屬自

聘外籍看護工滿足立即性照顧需求的日常經驗，必定無法看見家屬掙扎的

聲音。然而，護家同意家屬自聘看護工也有風險，因為依據前述法規，家

庭看護工不應長期出現在機構內；因此，當評鑑日或行政督考時，護家就

必須拜託家屬把看護工先帶回家，或是找地方藏人。但除了補充人力之

外，為何護家要甘冒風險，則是下一段重點。 

三、 年輕力壯的看護工替代家屬照顧責任， 
執行復健任務 

建制民族誌利用日常生活中社會化的組織特徵與社會現象，來探索習

以為常的迷思，企圖回答的問題是：事情到底是如何被社會性地組織串連

起來，導致它們如此發生。在分析上，建制民族誌關注兩個層面：（一）

人們實際生活與經驗的在地場域（the local setting）；（二）在個人的生

活經驗邊界之外，超越或跨越地域的結構（the extra- or trans-local）。這

兩個層次分析是為闡述與協調報導人，在地經驗的支配關係，即建制民族

誌的外推性（generalizability）在於發現與呈現支配關係如何存在與跨越不

同的在地場域，一方面組織報導人訴說的經驗，另一方面辨認、追蹤和描

述超越單一報導人經驗界線的社會關係，藉由跨地域（trans-local）以及論

述性地組織（discursively-organized）的社會關係，滲入報導人的理解在地

經驗，與外在於經驗場域的場所連結起來。研究者透過前述護家寢室與人

力編制的分析，進行第一階段在地場域的分析。第二階段開始分析社會組

織與報導人一再強調的「復健」。 

「提供積極復健服務」是護理之家評鑑「健康照護」項目中的一項，

此項分成兩個小項：「每位新住民都需有復健需求評估」，且「需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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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住民復健治療計畫」，評核方式是先檢閱住民的復健需求評估紀錄，

並注意評估完成日期；每位新住民需由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執行指標

內容評估，有需要的住民再提供復健，但文本並未說明護理之家應如何提

供復健。醫院附設的護理之家通常會安排住民定期前往醫院復健科接受復

健服務。原本沒有請外勞幫忙的家屬楊小姐描述請外勞的決策過程： 

我媽媽要做復健，本來都是我陪我媽媽去。復健科的醫師都是要等

病人躺上去，他才會來看，如果你不趕快躺好，根本等不到醫

師……，很多人都是外勞抱上床，躺好後再請醫生來看。我每次都

要看別的外勞有沒有空，拜託人家（外勞）來幫我的忙，我自己的

體力沒辦法抱，又很怕自己會扭到腰，那這樣每次都要帶一些小東

西給外勞，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也很麻煩！後來就決定請外勞。 

把病人抱上床等醫生成為家屬應該要做好的事，家屬若無力或無時間

做好這件事，就需仰賴替代人力。某次研究者實際參與觀察是跟隨家庭看

護工帶領護家住民到醫院接受復健情形。從掛號、復健前的熱敷、復健過

程中的攙扶都是由家庭看護工執行，物理治療師實際執行時間僅不到 5 分

鐘。詢問治療師，「阿公為什麼需要來這復健？護家不是有兼任治療師？」

治療師說：「病人屬性完全不同，我們這裡雖然會派治療師去護理之家，

那就是帶團康活動，讓他們手腳動一動……護家都是不能動的……這個爺

爺已經來六、七年，他會走路，我們的 training program 就包括走路！」然

而，即使該位住民在看護工攙扶下進行走路訓練，但往返醫院以及返回護

家後仍都以輪椅代步。 

研究者亦請問擔任護家照服員，同時也兼具家屬身分的賴女士對家屬

請看護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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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外勞的「必要」很難解釋。第一個「必要」是看到外勞就像看到

家裡的（人），可以給老人更好的照顧，其實這裡的老人都還會認

人，只是不會說話，他們都很依賴（自己家人）！啊！！第二個「必

要」應該是復健，這些老人雖然都已經不能走，但復健可以讓他們

肌肉不要萎縮的太快……。 

顯然護家允許聘看護工的主要理由「復健」，具備局內人身分的賴小

姐口語表達時卻是放在第二順位，再說出口後才驚覺自己「口誤！」這似

乎是為機構立場辯護。當研究者追問：「你覺得現在人力的編制沒有辦法

協助住民去作復健？」回答即是：「沒時間！我們一班要照顧很多人，真

的沒辦法！」護家主任亦表示： 

那我們是醫院附設，所以復健物理的頻率蠻高的，那還有一個我這

邊的復健、物理（治療）一定要家人陪同，那家裡有人就覺得說我

每次還要來，那我乾脆就請個外勞在這邊！ 

建制民族誌認為當日常生活經驗被建制觀點重新詮釋時，當事人往往

會有斷裂經驗，感覺自己被誤解卻又找不到適當語言為自己辯護的憤怒或

委屈。而研究者發現家屬在復健這件事上出現的斷裂經驗是：第一，已入

住全日型照顧經驗，且該照顧機構是醫院附設，但被照顧者被評估有復健

需求，一週三次的照顧任務仍需由家屬自己執行；再者，到了復健部，擺

位或動作都需由家屬執行，一切就定位，治療師才會接手。但之所以選擇

24 小時全日型的照顧機構者，家屬多難以 1 週請三次假來協助失能家人復

健；即使如楊小姐提早退休，體力也無法負荷長期協助失能母親的移動與

擺位。護理之家評鑑文本促使護家確實執行復健需求的評估，但卻不負責

後續復健的執行，亦不考慮復健頻率或復健所需的協助體力。醫院與醫院



 
166 陳正芬、王增勇 正式與非正式照顧的協作：探討家庭外籍看護工進入護理

之家的現象 
 
 

 

附設護家距離雖然很近，但一趟復健路程需耗費家屬與住民至少 1 小時，

多數時間都是在準備與等待治療師，治療師實際處遇時間僅有 5-10 分鐘。 

為瞭解復健目的與全民健保對復健的給付條件，研究者訪談曾任職於

醫院的職能治療師，瞭解護理之家的個案在何種情況下需要到醫院復健？

什麼樣的個案是由醫院特約的治療師到機構進行復健？他表示： 

有的（單位）會跟你講說：「（狀況）好一點的才會去（醫院）做

復健。」那是因為（狀況）好一點的他可以自己走路去啊！或是他

的家裡 ok，比如說他功能還好，帶個人去帶他過去就可以！另外，

（狀況）不好的才去醫院做復健，這也對，因為醫院才有好的器材，

才有好的設備。 

受訪的職能治療師也直言：「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在規定上可以去號稱

說我們護理之家擁有 OT（職能治療師）、PT（物理治療師）、什麼 T、

營養師，可是其實全部的人都是醫院聘的，醫院只要用下面復健科的治療

師去兼職就好了。」他們被賦予的角色與職權是讓家屬與個案覺得有復健

的必要性，例如，肌肉比較不會繼續萎縮等，但如何執行復健則需由家屬

自行負責。而家屬無力、無時間執行時，自聘看護工就變成選項。復健服

務的提供不但被認為是合法的，也毫無疑問地被視為對住民有益。從成本

效益觀點來計算，單從住民收費的收入來計算護家的人事成本及其開銷，

表面上可能虧損；但如護家主管所言： 

有一個副院長老說我們（護理之家）是賠錢單位，他是管產後護理

之家的……我說你不要認為我是賠錢單位，我說你要知道說一個急

性醫療院所可以到這邊來，他可以產生了一個就是說延續性的照顧，

那我這邊來說提供了一個服務（附設護理之家），那還有一個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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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民）所帶來的一個門診的一個效益有多少？我們會計室主任就跟

我講，跟產後護理之家報表比起來，說我們是賺錢的（單位）。 

但不論是到醫院復健或是由治療師到醫院附設護理之家進行復健，關

鍵是復健費用是申請全民健保給付。惟同樣的復健項目，不同等級醫院獲

得的給付並不相同。當初健保設計復健給付條件時，認為到醫學中心及區

域醫院進行復健治療的個案失能程度較高，對治療人員來說處遇的複雜度

相對較高，給付相對應較高；然而，當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不論任何個案，只要他到醫學中心層級進行復健，醫院就可以獲得比地區

醫院或基層診所高的給付（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2015）。 

透過上述分析，說明家庭外籍看護工進入護理之家的現象是，透過護理

之家評鑑標準與全民健保標準的文本，這兩個文本支配護家與醫院兩個地域

與組織，協調身處不同地方人們的活動，讓住民、家屬、看護工、護理之家

管理者，醫院的復健部門都參與其中的社會關係，但這關係是「為了組織」

而進行。上述分析也顯示組織的優先考量不同於住民與家屬，當復健評估持

續進行，這些復健評估啟動了一種支配關係的工作流程，醫院派來的復健治

療師會固定安排住民進行復健，而家屬自備看護工執行復健，當看護工帶住

民回醫院復健時，會自動拿出住民健保卡，幫住民擺位，等待一位同時服務

10 位以上的治療師抽空來處遇，讓整個工作過程可以順利完成，藉由這些

人的相互合作，復健得以有效率且負責地執行，醫院也獲得預期利潤。 

依據文本，護理之家評鑑指標中包括復健項目，且從醫院的營運角度

而言，採取垂直經營模式，即從醫院住診、門診復健到，護理之家一系列

的醫療服務提供都是醫院管理體系建構的工作流程。上述阿咪陪伴的阿公

所做復健的強度是介於簡單至中度或中度復健，5住民復健所需時間短，

                                           
5 實施簡單治療項目兩項以上，且合計時間超過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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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僅有兩項，應不符合健保局的給付標準；但執行復健的單位卻是等級

最高的醫學中心，簡單到中度等級的復健服務顯然不應由醫學中心復健部

執行。楊惠真、鄭讚源、林四海與方志琳（2011）分析安養護機構及護理

之家在每人年門診復健總次數及總費用都高於居家老人，而安養護機構的

年度門診復健總次數雖高於護理之家，但護理之家年度門診復健總費用卻

較高。職能治療師說明： 

健保局當時跟我們訂一日的合理門診量，你知道多少人嗎？45 人！

我一個治療師一天可以做超過四、五十個，健保局才會說不行！但

以半小時一個 session，早上有 morning meeting（晨會）的時間，八

點半開始做治療，八點半到九點一個，一個早上最多 6 個，午休完

之後下午有要收拾的時間，一天應該不會超過 12 個啊！如果照這

樣算，你是怎麼可以塞到 45 個（個案）以上？我（指病人）花那

麼多錢跟時間我得不到該有的服務，又得不到好的治療，結論就是

復健沒用！但卻不敢不做！ 

誠如 Smith 用「支配」此一概念作為理解權力如何於在地場域中運

作，已滿足超越地域利益的方式，當支配者的利益宰制了在地場域中人

們的行動，支配便發生。知識形式被特殊化為支配的技術，在本研究中，

我們看到復健評估與服務的執行，促使「期待復健效益的住民與家屬，

轉化為組織擴大利潤」，家屬雖強調自聘外籍看護工是「自願選擇」，

但其實卻是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營運成本績效導向下將照顧成本轉移給

家庭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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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分析護家自聘家庭外籍看護工的相關文本，以及訪談家

屬、護家工作人員及復健相關人員的工作經驗發現，此種現象的產生來自

於護理之家的設置標準與評鑑辦法，以及全民健保對於復健的給付條件等

文本為中介，跨地跨時運作的建制關係，導致對在地經驗的形塑和影響。

因此，當家屬面對長期照顧體系人力不足，以及急性醫療與長期照顧跨組

織之間出現不連續狀況時，他們自聘外籍看護工來解決問題。 

首先針對照顧場域的分析。Smith 提出的斷裂經驗乃是論基於她對當

代社會建制過程的觀察：人們從來都不是自主、自我實現的人類存在，他

只能以建制欲其所是的模式而存在。本研究中的被照顧者、家屬與護理之

家的主管、護理人員都深受體制與文本的建制。護理之家對被照顧者的預

設是重度失能者，需求也被文本設定為 1：5 的照顧比例，真實世界被轉

換為白天 1：12、夜間 1：24 的人力比；其次，護理之家提供 24 小時照顧

服務，健保提供復健服務，但一個住民因照顧與復健的需求必須移動於長

期照顧與醫療兩個體系之間時，兩個體系文本都缺乏對預設住民移動支持

的預設，文本與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性」（actualities）因此出現不可逾越

的鴻溝，制度／文本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現實性之間的斷裂亦無法避免；此

時，從現實朝向再現該真實的過程必然會發生，也就是藉由家屬定期訪視

或自聘看護工的模式此種支配關係（ruling relation），整個透過文本協作

的建制過程，已能運用成本有效的方式將社會問題簡化而達到治理目的。

這是過去老年學照顧相關理論探討非正式與正式體系在失能老人照顧面

向的鑲嵌時極少被專注的面向，這是因過去文獻討論正式與非正式體系在

老人照顧類型的分工時假定僅有一個「地點」，雖有學者曾討論護理之家

與非正式照顧者的互動模式，但仍忽略當失能者因照顧需求需在不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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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時的分工模式與照顧落差。再者，照顧場域的主控權亦很少被討論。

要使用正式照顧服務的家屬，即需服從體制的支配，否則就會被排除在外

（不入住機構或放棄復健服務）；但當家屬使用正式服務後，正式體制建

制的文本即會產生能動性（agency），也就是一種協調與動員體制內正式

與非正式人們工作而產生的權力。如果忽略上述制度的建制，就難以理解

為何長期照顧體系內使用正式服務者的比例始終偏低的原因，特別是高度

建制的機構式服務。 

再者，雖然制度／文本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現實性之間的斷裂無法避

免，但將人們經驗的世界轉換為文本性實在的第一線工作，是縫合架構與

認可制度行動（institutionalcapacitytoact）的各種規約性文本（regulatory 

texts）。對各種規約性文本愈熟悉者，愈能從既有規則中為自己爭取權益，

即使不懂規則，有高度制度識能的人願意幫忙，也可以有同樣效果，即是

制度識能（institutional literacy）的概念；換言之，自聘看護工的「自主性

選擇」是結構限制下的制度識能的展現。當家屬發現住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無法被滿足（例如每週只能洗兩次澡）、或住民被評估為有復健需求，但

自己時間與體力無法執行，需要面臨工作與照顧的雙重壓力，或是保護自

己與照顧的兩難時，而治理的代理人沒有僅落實或複製既有的建制過程，

而是委婉的建議當事人採取逃逸策略─自聘看護工。不同的制度邏輯，決

定了特定人員與特定專業的「任務功能」。許多家屬說「我沒辦法做到，

那請個看護工讓我比較放心！」這樣的放心一方面服從正式體制的隱性支

配，另一方面也是維繫非正式所著重一對一與立即滿足照顧需求的的特

性，也就是正式與非正式照顧的協作不僅不因進入 24 小時照顧機構而消

失，反而透過自聘看護工更緊密地鑲嵌與協作。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家屬是

如何合理化機構聘僱外勞的現象。但這個合理化過程，也顯示體制內若具

有多重角色身分者，能動性愈大；護家的主管作為建制的代理人，她的實

作必然是從建制的邏輯角度；但她站在家屬角度思考與體會其感受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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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建制代理人對家屬產生同情的理解的歷程就轉化為同意家屬短期陪同

入住機構，或是自聘外籍看護工的因應策略。換言之，建制代理人與家屬

尋求不同的管道和訴諸不同的規則滿足被照顧者的需求，表面上，相對較

有經濟能力的家屬如何在文本中介的建制化統治關係中進行不同的協

作，聘僱外籍看護工就是他們順從統治關係的協作，機構住民因家庭經濟

狀況而得到不同等級的照顧，形成「同一機構、不同服務」的弔詭現象。

但另一方面，照顧場域的主管以技術性操作方式調整編制內人力，彌平部

分照顧因階級經濟能力而產生的照顧不平等這一來一回所產生的變化，造

成自聘額外人力的照顧者並未獲得雙重照顧資源的奇特發展，因而可說是

不同付費能力家屬與照顧現場工作人員的張力，這個相對矛盾與荒謬的現

象可說是文本中介的統治關係在微觀層次產生的變化，亦是建制代理人因

熟悉工作知識且願意協助家屬才會出現與重新編寫文本的現象（text in 

negotiation）。無論如何，機構式服務照顧現場與急性療醫療體系相關的建

制未考慮銜接的人力，致使相對擁有較多資源的家屬自聘人力滿足需求，

也讓階級差異的不平等再次被看見，被「做」出來，強化某些階級性的印

象，也顯示不同體系的交織背後更能凸顯各自體系的本位思維與特質，以

及體系之間的斷裂性。體制代理人不順服而建議案主逃逸路線，甚至願意

承擔被發現的風險，顯然是有待繼續探討的現象。 

本研究強調，過去我們對使用機構式服務的家屬瞭解相對有限，不能

簡化自聘外籍家庭看護工是一群中產階級的照顧者。他們承認自己時間與

體力有限，也甚少宣稱自己孝順或對配偶好，在結構限制之下，他們運用

自聘看護工以彌補照顧體系的落差。若不傾聽與瞭解家屬決定聘僱家庭看

護工的原因與過程，以及聘僱後呈現的照顧品質，我們可能以為，這些自

聘看護工者就是「有錢的家屬」，如果我們透過家屬的立足點剖析此現象

存在的原因與背後文本，可看見其選擇是對現有照顧與健保體系的順服，

自聘與未聘僱看護工之家屬在照顧過程中付出的勞動與經濟價值一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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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與低估。然而，如研究者在前言與文獻所述，自聘外籍看護工雖然已

是彌補正式與非正式體制之間照顧落差的常見策略，但該策略不僅不被看

見，甚至被視為違法行為；但這種違法行為卻是治理代理人與家屬要克服

現實性不可跨越鴻溝所不得以操作（actionable）的手段，本研究立基於建

制民族誌強調的文本雙重協作，一則發現相對人力密集的護理之家仍有照

顧落差現象，另一則發現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原本強調的復健必須透過自聘

外籍看護工方能填補健保復健服務設定的照顧服務人力空缺。與其把上述

現象視為政府行政與機構管理雙重失靈，研究者認為，本研究揭露治理代

理人與家屬藉由自聘外籍看護工以符合建制現實的自主行動固然是單一

機構透過對規約性文本認可，進而透過重新編寫文本而來的在地特殊個

案，不僅揭示特定的建制型態，也開展文本使用者，包括護家主管、醫療

體制內各式服務提供者與家屬多方之間互相連結的真實性，唯有建制真

實性與斷裂經驗被真正看見，制度與文本與人們日常生活的斷裂方可能

被改變。 

另一方面，自聘看護工正如 Daly 與 Armstrong（2016）及 Daly 與

Szebehely（2012）在七個國家的研究發現，普遍出現於照顧機構之內係為

彌補照顧落差（caregap），也就是正式與非正式照顧體系無法滿足的照顧

需求；然而，家屬自聘的外籍看護工多是未受照顧相關訓練的移工，照顧

機構沒有權力監督照顧品質，家屬亦沒有相關知能足以監督；看護工也知

道自己的老闆並不在現場，場域內隸屬不同權力關係的工作人員主動依據

文本調整自己的行動，也就是看護工不會擔心自己責罵被照顧者會引人側

目，照服員也不會干預看護工的照顧方式；雙方唯一的交集僅出現在「皮

膚檢查」，但即使出現瘀血，照顧機構也只能告知家屬，由家屬「自行處

理」。但是當家屬真的解聘家庭外籍看護工時，又隨之衍生自聘家庭外籍

看護工勞動權益與工作保障。身為建制民族誌分析者，社會關係這一個概

念讓我們得以辨識出並分析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弔詭與難題。再者，照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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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設置標準，包括房型、浴室與電力配置等都是依據預估住民與編制內

照顧人力而規劃設置，當原先預設僅入住 75 位住民與編制內照顧人力的

場域增加如此之多的自聘人力之後，用電與用水超載可能引發的公共安全

議題不容小覷！ 

臺灣當今雙薪家庭型態、長時間工時的職場特性與照顧高齡化的趨勢

考驗著非正式體系的照顧能量，而健保與照顧機構體系預設的家屬責任並

未隨之調整，迫使家屬不得不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雖然多數家屬一再強

調是「自願選擇」，但該現象顯然是社會期待與家屬臣服於制度的選擇，

家屬透過認同的操演與自聘看護工的策略來弭平急性與長期照顧場域的

落差。如何說服這群具有能動性但自聘看護工中產階級，投入改變與撼動

臺灣長期照顧體制的結構，或許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分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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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ractices  
of Formal Care and Informal Care: 

Why Entering a Nursing Home  
Requires Having an Independent 

Foreign Care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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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migrant care workers’ workplace must be the family home. How-

ever, their appearance in nursing homes is becoming common. Using institu-

tional ethnography as my research approach, I observed the daily care schedule 

of care workers (both Taiwanese and foreign) and interviewed institutional 

managers and their care workers, as well as family members serving as care-

givers with and without hired in-home foreign care workers. The texts for 

Taiwan’s nursing home system were also collected to discover how they make 

for the imbalance between space and care needs, and also why nursing homes, 

even those very near hospitals, require family caregivers to take clients to re-

habilitation and other medical appointments. The truth is that from the hospital 

to the nursing home, the family has to assume all care responsibility, and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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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mily can’t handle said responsibility, hiring a foreign care worker is the 

only alternative. 

This study’s analysis shows multiple silhouettes of the ruling relations in 

a nursing home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disjuncture experiences and 

institutional actions. One major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how institutional man-

agers distribute their care worker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and placement of 

family-hired foreign care workers stationed in nursing homes, in effect bal-

ancing care needs and staff ratio. In addition, although it seems that a seamless 

care system is in place, the real issues behind the system have yet been illumi-

nated. 

Keywords: foreign care worker, formal care, informal care, Institutional Eth-

nography, care institution  

 


